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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2003—2019 年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 51 个国家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测算沿线国家产

业结构水平，并采用固定效应法实证研究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而考察“一

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 OFDI

对沿线不同发展类型经济体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具有正向影响，且“一带一路”倡议在两者关系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表明，

我国 OFDI 对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对于发展中

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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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

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国际产能合作的巨大市场需

求，中国积极响应并与相关国家推进市场化、全

方位的产能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

级、产业发展层次提升
①
。例如，“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前后，中国对中亚各国
②
的直接投资发生

了显著变化，2012 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存量为

75.4 亿美元，2014 年增加为 96.5 亿美元，增长

27.98%。且投资存量总体上呈现稳步增长的态

势，2019 年中国对中亚各国直接投资存量达 140

亿美元，较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

增长 62.04%。与此同时，中亚各国第一产业增加

平均值在 2013 年下降 1.26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增加平均值上浮 0.43 个百分点，自该倡议实施以

来，至 2019 年，中亚各国第一产业增加平均值

已降低 2.17 个百分点，降幅 12.41%。直观数据

表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与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存

在动态相关效应。对于沿线国家整体而言，2013

—2019 年我国对其累计直接投资达 1173.1 亿美

元；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存量三次产业分

布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

一产业
③
。此外，自 2003 年到 2019 年沿线国家

第一产业比重缓慢降低，第二产业比重波动下

行，第三产业比重则波动上升，且三次产业比重

波动自 2013 年开始较为明显。总体而言，三次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这与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

资持续上升的走势较为一致(如图 1 所示)。那么，

我国 OFDI 究竟会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产生

何种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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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19 年沿线 51 个国家三次产业 

增加值均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

效应？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捕捉中国 OFDI 变

动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特征，为我国

更好地制定利用 OFDI 来推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

升级的相关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纵观已有文献，学术界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与

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仍然莫衷一是。

有学者从技术溢出、要素供给及生产率效应等角

度入手，证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创造和改善东道

国需求结构、贸易结构，进一步助推产业结构升

级方面的积极作用[1−2]。然而，部分学者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

应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明显，所谓的推动作用存在

虚拟性[3−4]。另有学者认为，母国在对外投资过程

中，为获取垄断利润和关键性资源，会持续将东

道国产业水平压制在较低层次，其带来的负向 

“市场攫取效应”，将抑制东道国产业结构升  

级[5−6]。现有成果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因可能在于研

究视角比较单一，因此 ，需要从不同视角，就

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

系进行进一步实证检验。这为本文将“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调节变量来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

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研究空间。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一带一路”倡议

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般都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推动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

级，且该推动作用主要有三条实现路径[7]。其一，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东道

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8]。伴随资本、技

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

用效率的改善为东道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创造

了有利条件[9]。其二，“一带一路”倡议改善了东

道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这一方面促进了区域内外

的经贸往来[10]；另一方面优化了东道国的营商环

境，进而引生新的投资契机，与产业升级形成良

性循环[11]。其三，“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外

国直接投资，能促进沿线国家就业增长[12]。 

现有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理论依

据，然而多数文献主要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

背景因素嵌入研究，或是选择沿线国家作为样本

国分析我国 OFDI 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

响，极少有文献将“一带一路”倡议设置为虚拟

变量, 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产业结

构升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

我国 OFDI 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关系间调节效

应的文献更为稀少。为克服现有研究的片面性，

全面考察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本文测算了 2003—2019 年 51 个沿线国家

的产业结构水平，实证研究了我国 OFDI 对沿线

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倡

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

调节效应；然后进一步研究我国 OFDI 对沿线不

同发展类型经济体的影响差异，以及“一带一路”

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不同发展类型经济体产

业结构升级关系的不同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 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影

响的理论分析 

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指出了一国在国际资本

流动环节中的规律性、阶段性特征，把一国经济

的发展进程与其融入国际经济的阶段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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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系统

性的相互联系。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吸引

外资过程的不断深化，一国将获得不断的经济发

展。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作为外资将通过经

济互动对沿线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

响，会依托区位优势，通过技术输出、资源补充

等方式引导东道国产业发展[13]。另一方面，伴随

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世界

经济局势日显错综复杂。而我国作为实施开放式

发展战略国家的成功典型，在这种情势下，四十

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吸收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

投资的宝贵经验，值得相关国家深入借鉴。这类

内嵌在政策方向、管理经验及经营模式中的“中

国路径”，将伴随着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

不断深入，通过生产率效应惠及各方，外化为东

道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钱纳里产业结构升级理论认为，经济变动过

程实质上是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国内的资源供

给是限制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资本不足

往往是一国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转变为资本

或技术密集型主导过程中遭遇的典型困境。而吸

收外资将有助于改善储蓄状况及外汇缺口，实现

本土劳动力优势与外国资本优势的有效结合[14]。

这意味着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的资本补充以及

对资本等资源质量的改善，会提升沿线国家产业

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 

H1：我国 OFDI 正向影响沿线国家产业结构

升级。 

根据边际产业转移理论，OFDI 作为国际产

业转移的重要途径，能够推动东道国通过承接产

业转移的方式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进

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具体而言，中国对沿线转

型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不仅能够缓解沿线转型经

济体的瓶颈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而

且能够改善其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资本相

对稀缺的现状[15]。我国 OFDI 对发展中经济体大

多转移初级产业，而对发达经济体多转移新兴制

造业[16]，因此，我国 OFDI 对不同类型东道国的

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会产生影响差异。在实践中，

中国对沿线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多以合资、并

购等方式展开，且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这既能

使双方以较低成本展开技术交流合作，也能够扩

大沿线发达经济体在中国的产品市场容量，释放

沿线发达经济体产业发展所需的相应生产要素。

且相对于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者，发达经济

体更偏好于扮演对外直接投资发出者的角色[17]，

所以中国对沿线不同发展类型经济体的直接投

资数量客观上存在一定差异。相对于大多数发展

中经济体而言，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则能为当地企

业和产业带来相对先进的科研技术力量、管理经

验，并帮助其拓展市场渠道以及社会网络，为当

地产业结构升级注入新的活力[18]。转型经济体产

业结构的突出特征便是过度依赖国内资源，一般

而言，自然资源禀赋能为初期经济工业化发展创

造深厚的内在动力，而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也会将

国内产业发展束缚在资源密集型产业，给产业结

构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突破带来阻力。对此，借助

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代表的外部性力量可以为资

源型产业结构突破发展瓶颈创造可能。基于以上

分析，本文继续提出以下假设： 

H1a：我国 OFDI 正向影响沿线发达经济体

产业结构升级。 

H1b：我国 OFDI 正向影响沿线发展中经济

体产业结构升级。 

H1c：我国 OFDI 正向影响沿线转型经济体

产业结构升级。 

(二)“一带一路”倡议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倡议，具

有非竞争性、独特的存量外部性以及非排他性特

征。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第一步是政治决

策，第二步为融资和管理[19]。其中，国际直接投

资是全球公共产品生产融资过程的重要环节。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起, 投资合作就是其

重点内容。其中,拓展相互投资领域, 消除投资壁

垒，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是“一带一路”倡

议合作的重点。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

线地区的中国 OFDI 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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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

促进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为此参与各方

做出了多种努力，这使得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

融合程度较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高。在“一带

一路”倡议建设背景下，参与各方以签署官方协

议、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等方式规范经济合作行为

和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为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提供安全的发展环境；通过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加

强参与各方的市场信息互通，为沿线国家产业结

构升级提供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中国与沿线国

家共建合作园区，实现技术经验的交流与合作，

在为当地产业创造新的发展机会的同时，实现更

深层次的产业结构升级。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

合作不断加深，跨国产业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资

源配置国际化也为技术外溢创造了机会，有利于

推动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由以上分析推断，我国 OFDI 与东道国产业

结构升级的关系并非固化，“一带一路”倡议在

二者之间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地，本文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

易畅通正向调节我国 OFDI 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

级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调节效应的具

体作用机理如下。 

其一，“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政策沟通，

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

系产生增强的调节效应。 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进过程中，我国与沿线国家达成的系列政策

共识创造了投资便利化条件，密切的政策沟通有

利于促进信息流动，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较高的制度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利于跨国投

资[20]。一般而言，随着产业间跨国联系加深，资

源配置国际化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挑战，需要政

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等方式对国家间资源配置

加以引导[21]。“一带一路”倡议优化了重点产业

的全球化布局，以及同沿线国家在产业链条上的

分工合作，促使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体

升级。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跨国政

策协调和政府间沟通可以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

导致的风险[22]。 

其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设施联通，

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

系产生增强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始终

是“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对接的重点，新结构经

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实现最优产业结构，离不

开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23]。东道国基础设施等

的改善有利于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可以有效降

低外资的进入成本和经营风险[24]，加快外资进入

速度和提升外资运行效率，深化国内企业与外资

企业的竞争和合作，从而有利于放大外资带来的

知识和技术外溢。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积

极宏观环境下，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活动不

仅能够得到丝路基金等专业机构稳定、高效的资

金支持，还能规范操作、提高投资质量，聚焦沿

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微观层面降低当地企

业从事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扩大交易活动的市

场范围，为沿线国家创造新的发展机会[25]；从宏

观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直接投资加强

了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产

业变迁。 

其三，“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贸易畅通，

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

系产生增强的调节效应。贸易畅通是构建“一带

一路”倡议创新合作模式的重点内容，可以最大

限度地促进沿线国家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一

方面，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是相互促进、相

辅相成的。吕越等探究了经贸往来对于对外投资

的影响，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通过加强我

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从而扩大我国对

外投资规模[26]。我国努力提高多边贸易和投资的

自由化水平，改善营商环境，从而实现买卖双方

市场对接，发挥了市场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升级

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产业的跨区域转移往往

离不开跨国贸易[27]，“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提高

沿线国家对我国产业转移的承接力与吸引力。如

与沿线国家通过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实现多方市

场贸易信息互通，为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提供

畅通的渠道，推动沿线区域乃至全球资源配置优

化，这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日益

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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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国

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增强的调节效应。 

同时，由于沿线国家在对外开放水平、经济

发展实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带一路”倡

议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具有异质    

性[28]。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中国 OFDI

有选择性、针对性地投向沿线国家各类产业。“顺

梯度”将中国部分过剩产能和国内成熟产业通过

直接投资转移至沿线发展中经济体，有效引领中

低收入沿线国家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对

于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转型经济体，提供技术和

资本支持。与此同时，对于沿线发达经济体，我

国 OFDI 则追求市场开拓和技术合作，为东道国

创造更为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这类投资长期

看有利于“倒逼”当地技术、生产率提升以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29]。沿线国家处于不同投资发展阶

段，通过参与“一带一路”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

生产与消费过程，可以结合自身利益利用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为实现本国产业结构升级获取资源

与资金支持。具体而言，对于三类不同发展阶段

的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能通过促进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强化我国 OFDI 对其

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

继续提出以下假设： 

H2a：“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

线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增强的

调节效应。 

H2b：“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

线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增强

的调节效应。 

H2c：“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

线转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增强的

调节效应。 

 

三、实证模型 

 

(一) 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考察我国 OFDI、“一带一路”倡

议及二者互动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检验我国 OFDI 是否会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

升级，设定模型(1)： 
 

0 1it it it itIND OFDI X           (1) 

为了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产业

结构水平的影响，设定模型(2)： 
 

0 1it it it itIND OBOR X           (2) 
 

为了分析我国 OFDI 和“一带一路”倡议对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设定模型(3)： 
 

0 1 2it it it it itIND OFDI OBOR X         (3) 
 

为了验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设

定基模型(4)： 
 

0 1 2it it itIND OFDI OBOR       

3 it it it itOBOR OFDI X          (4)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纳入了我国 OFDI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项(OBOR×OFDI)。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沿线国家和年份；

IND 表示产业结构水平；OFDI 表示我国对沿线

国家的直接投资；OBOR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

X 表示影响产业结构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沿线国家资本形成率(CPT)、自然资源禀赋(RES)、

外国直接投资占比(PFDI)、经济增长水平(GDP)；

ε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水平(IND) 

产业结构升级涵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

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

级化以获得“结构红利”已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30]。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

算，国内现有文献多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

构高级化两个角度分别展开，未能将两者合二为

一统筹纳入研究分析，本文借鉴马晓东和何伦志

的测算方法[31]，计算兼顾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

结构高级化的产业结构水平数值，以刻画沿线国

家产业结构升级特质，测算公式为： 
 

1

1 1

1
1

( )

n

i i
i

n i

i j

R s t
n

W q j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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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R 值与 W 值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n 表示产业总数，i 表示产业 n

中的第 i 产业。其中，si、ti分别表示第 i 产业标

准比重、考察国比重。R 值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

q(j)是 n 个产业从高层次到低层次的排序，即第

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相应比例。为使

W 值与 R 值取值范围相吻合，使用公式

 maxW W W  / 进一步将 W 值标准化，其中

W(max)代表当年全样本国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最

大值。产业结构水平值为产业结构合理化 R 值与

标准化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值 W′的简单算术平均

数(见式(6))，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取值越接近 1，

产业结构越合理化越高级化。 
 

( ) 2IND R W                (6) 
 

本文将七国集团(G7)中的美德日英法意 6 个

成员国④的相应产业比重进行算术平均后的数值

作为三次产业的标准比重，在此基础上计算沿线

国家相应年份的产业结构水平。 

由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存

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本文依据《2018 年世界投资

报告》的分类标准，将样本分为发达经济体、发

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分别测算各类经济体

的产业结构水平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具体数值如

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水

平久居高位且未发生明显波动；发展中经济体产 

 

 

图 2  2003—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 51 个国家和三

类经济体产业结构水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业结构水平在 2003—2011 年间波动缓降，2011

年之后呈现快速上升态势。转型经济体产业结构

水平始终居于沿线国家平均水平之下，在 2003

—2008 年与 2010—2013 年两个时间段内波动较

为平缓，在 2008—2009 年与 2013—2015 年两个

时间段内迅速上升。总而言之，沿线国家三类经

济体中的产业结构水平，由转型经济体、发展中

经济体、发达经济体递进上升。 

2. 核心解释变量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该变量数据为

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将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分为

存量和流量两类数据，相较于流量数据，存量数

据更为稳定，更能够反映我国 OFDI 的历史积累

特质[32]，且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

更为完整，能够有效降低数据缺失造成的误差。 

(2)我国 OFDI 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项

(OBOR×OFDI)。本文采用虚拟变量表示“一带一

路”倡议(OBOR)，因“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正式提出并迅速推进，将“一带一路”倡议实

施前的 2003—2012 年取值为 0，“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后的 2013—2019 年取值为 1。为检验“一

带一路”倡议作用于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产业

结构升级关系的调节效应，采用交互项的方式进

行变量设定。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形成率、自然资源禀

赋、经济增长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占比。原因在

于：资源诅咒假说指出，资本和自然资源禀赋会

违背“经济规律”扭曲产业结构，采用资本形成

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资本形成率

(CPT)；自然资源禀赋(RES)用自然资源租金总额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一国的经济增长水

平与该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联系紧密，同样会影响

外资的流入与流出，经济增长水平(GDP)用国内

生产总值表示；外国直接投资占比(PFDI)用外国

直接投资净流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4. 变量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 2003—2019 年我国向“一带一路”

沿线 51 个国家⑤的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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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国选取的原因在于：首先，基于数据的可获

得性，51 个样本国的三次产业数据较为完整。其

次，基于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中国对所选样本国

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总

量的 90%以上。最后，样本国包含发达经济体 14

个，发展中经济体 24 个和转型经济体 13 个，使

得国家异质性分析具有可靠性。 

此外，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减少多重共

线性和量纲不同的问题，本文对除虚拟变量外的

所有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本文数据源于世界

银行数据库和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

应，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采用

截面加权最大程度缓和计量回归中存在的异方

差问题。 

(一) 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 

由表 2 可知，在模型(1)回归结果中 OFDI 的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我国 OFDI 对东道国产业结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标准差 

IND −2.56×10−10 −2.702 783 2.046 259 867 1 

OFDI 4.73×10−10 −0.307 786 13.143 55 861 1 

OBOR 0.411 764 7 0 1 867 0.492 437 

OF −5.16×10−9 −0.259 651 13.288 26 861 1 

RES 2.15×10−10 −0.625 579 8 4.594 463 865 1 

CPT 7.02×10−10 −2.401 507 4.586 831 864 1 

PFDI 7.07×10−10 −4.566 225 18.120 56 867 1 

GDP 3.22×10−10 −0.561 658 6 7.532 22 867 1 
 

表 2  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OFDI 
0.103*** 

(3.92) 
0.106*** 

(3.55) 
 

0.106*** 
(3.55) 

0.294*** 
(4.65) 

OBOR   
0.162*** 

(5.84) 
0.046 

(0.165) 
0.042 
(0.97) 

OBOR×OFDI     
0.337*** 

(3.23) 

RES  
−0.342*** 
(−13.05) 

−0.338*** 
(−13.31) 

−0.342*** 
(−13.05) 

−0.345*** 
(−12.95) 

CPT 
 
 

−0.215*** 
(−4.60) 

−0.212*** 
(−4.48) 

−0.215*** 
(−4.60) 

−0.216*** 
(−4.63) 

PFDI  
0.077*** 

(2.63) 
0.095*** 

(2.97) 
0.077*** 

(2.63) 
0.073** 
(2.54) 

GDP  
0.041** 
(3.35) 

0.069*** 
(6.75) 

0.041*** 
(3.35) 

0.033*** 
(3.25) 

_Cons 
−0.026** 
(−1.83) 

−0.033** 
(−2.02) 

−0.100*** 
(−7.05) 

−0.033** 
(−2.02) 

0.045** 
(2.17) 

N 861 856 862 856 856 

P(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表中***、**、*分别表示变量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数值为系数；括号内数值为 z 统计量；调节效

应检验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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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对沿线国家

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 1 个单位，将显著促进沿线

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提高 0.106 个单位。可

能的原因在于沿线国家整体产业基础相对薄弱，

我国 OFDI 能为沿线国家带来相对先进的技术，

从而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二)“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

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 

由表 2 可知，在模型(4)全样本回归中我国

OFDI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项系数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我

国 OFDI 和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关系存在增强

的调节效应。这种增强作用的存在说明“一带一

路”倡议加深了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整体产业

结构升级的影响。这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下

的参与各国平等自由，彼此尊重相互的利益诉

求，通过多种形式的投资合作满足沿线国家产业

结构升级所需。 

控制变量资本形成率(CPT)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沿线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纯粹依

赖固定资产投资已无法有效推动沿线国家的产

业结构升级，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调节我国 OFDI 与东

道国产业结构关系的必要性；自然资源禀赋(RES)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丰富的自然资源易使地区的

经济陷入路径依赖的困境[33]；外国直接投资占比

(PFDI)与经济增长水平(GDP)系数为正，且至少

在５%水平上显著。 

(三) 国家异质性分析 

样本分类回归结果见表 3，由模型(1)回归结

果可知，我国 OFDI 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

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水平分别在 5%、1%、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 OFDI 不仅对

沿线国家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影响，且我

国 OFDI 对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都存在显著

促进作用。 

在模型(4)发展中经济体及转型经济体子样

本回归中，我国 OFDI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 
 

表 3  国家异质性回归结果 

国家类型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全样本 

OFDI 
0.106*** 

(3.55) 
 

0.106*** 
(3.55) 

0.294*** 
(4.65) 

OBOR  
0.162*** 

(5.84) 
0.046 

(0.165) 
0.042 
(0.97) 

OBOR×OFDI    
0.337*** 

(3.23) 

发达经济体 

OFDI 
0.174** 
(2.15) 

 
0.174** 
(2.15) 

−1.412*** 
(−2.89) 

OBOR  
−0.384*** 
(−10.28) 

−0.513*** 
(−6.64) 

−0.201 
(−0.89) 

OBOR×OFDI    
−2.752*** 

(−3.31) 

发展中经济体 

OFDI 
0.145*** 

(2.88) 
 

0.145*** 
(2.88) 

0.440*** 
(2.95) 

OBOR  
0.189*** 

(4.62) 
0.105* 
(1.65) 

0.094 
(1.02) 

OBOR×OFDI    
0.590*** 

(2.82) 

转型经济体 

OFDI 
0.229** 
(2.38) 

 
0.229** 
(2.38) 

0.608** 
(2.25) 

OBOR  
0.479*** 

(4.70) 
0.353** 
(2.46) 

−0.120 
(−0.59) 

OBOR×OFDI    
0.599* 
(1.67) 

注：表中***、**、*分别表示变量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数值为系数；括号内数值为 z 统计量；调节效

应检验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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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项系数分别在 1%、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

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

济体产业结构水平和我国 OFDI 关系存在增强的

调节效应。在模型(4)发达经济体子样本回归中，

我国 OFDI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项系数未

通过正向显著性检验，即“一带一路”倡议对我

国 OFDI 与沿线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的正向调节效应不存在。这表明，在“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前后，我国 OFDI 对沿线发达经济体产

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较为稳定。综上可知，“一

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发展中经济体

与转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存在增强的

调节效应，我国 OFDI 能够为其提供更为广阔的

市场空间，为其产业发展提供新机遇。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

化水平提升，将会强化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产

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为更加直观展现我国

OFDI 的直接效应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

效应，表 3 仅展示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 

(四) 稳健性检验 

为证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三种方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采用 2SLS 方法对模型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二是分别利用

产业结构合理化(R)与产业结构高级化(W)单个指

标度量产业结构水平，消除测度方式对回归结果

产生的影响；三是选取 2009—2019 年这一特定

时段进行检验，以避免 2008 年金融危机对我国

OFDI 及各国产业结构产生的波动性影响。 

1. 内生性检验 

由于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很可能会受

到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逆向影响，本文采用

2SLS 方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

以我国 OFDI 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阶滞后作

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同时采用弱内生性子样本

进行检验，即假设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产业结

构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若某一子样本产业结构水

平较低，则其内生性也相应较低，因此选择转型

经济体子样本进行检验。最小特征值统计量检验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具体结果见表 4。

从模型(1)的检验结果来看，在全样本及转型经济

体子样本回归中，我国 OFDI 系数都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2SLS 变量替换  更改窗口期 

模型(1) 

全样本 

模型(4) 

全样本 

模型(1) 

子样本 

模型(4) 

子样本 

模型(1)

R 指标 

模型(4)

R 指标 

模型(1)

w 指标

模型(4) 

w 指标 
 模型(1) 模型(4)

OFDI 
0.104*** 

(3.08) 

0.362*** 

(2.56) 

0.263*** 

(2.78) 

0.903** 

(2.52) 

0.044***

(3.02) 

0.186***

(5.22) 

0.140***

(3.62) 

0.321*** 

(4.09) 
 

0.119***

(4.00) 

0.316***

(5.80) 

OBOR  
0.040 

(0.22) 
 

−0.120 

(−0.34) 
 

−0.038 

(−1.51) 
 

−0.195*** 

(−3.28) 
  

0.050 

(0.122) 

OBOR 

× 

OFDI 

 
0.446* 

(1.87) 

 

 

0.953* 

(1.81) 
 

0.254***

(4.24) 
 

0.325** 

(2.49) 
  

0.351***

(3.85) 

RES 
−0.343*** 

(−10.97) 

−0.349*** 

(−11.12) 

−0.430*** 

(−6.67) 

−0.477*** 

(−6.77) 

−0.652***

(−48.83)

−0.655***

(−47.98)

0.086**

(2.33) 

0.082** 

(2.21) 
 
−0.283***

(−6.51)

−0.029***

(−6.50) 

CPT 
−0.227*** 

(−7.08) 

−0.230*** 

(−7.17) 
−0.192*** (−2.68) −0.201*** (−2.82)

−0.145***

(−3.40) 

−0.147***

(−3.41) 

−0.219***

(−5.18)

−0.220*** 

(−5.22) 
 
−0.332***

(−7.38)

−0.336***

(−7.63) 

PFDI 
0.076** 

(2.37) 

0.069** 

(2.17) 

0.222*** 

(2.64) 

0.215** 

(2.58) 

0.085***

(3.17) 

0.082***

(3.14) 

0.048* 

(1.70) 

0.044 

(1.56) 

 

 

0.055**

(1.97) 

0.051* 

(1.85) 

GDP 
0.039 

(1.21) 

0.027 

(0.82) 

0.148* 

(1.69) 

−0.016 

(−0.13) 

0.028**

(3.17) 

0.022**

(2.10) 

0.051***

(5.09) 

0.043*** 

(5.16) 
 

0.024**

(2.20) 

0.016* 

(1.85) 

_Cons 
0.014 

(0.11) 

−0.018 

(−0.14) 

0.039 

(0.15) 

0.122 

(0.51) 

−0.086***

(−7.45) 

0.002 

(0.14) 

−0.139***

(−4.01)

0.033 

(1.08) 

 

 

0.003 

(0.55) 

0.054***

(3.79) 

N 806 806 201 201 856 856 856 856  557 557 

最小 

特征值 
25 904.8 348.321 1567.45 29.3761        

P(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表中***、**、*分别表示变量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数值为系数；括号内数值为 z 统计量；调节效

应检验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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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影响。模型(4)的检验结果显示，在全样本和子

样本回归中，我国 OFDI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

交互项(OBOR×OFDI)的系数显著为正，检验结果

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

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存在增强的调节效应。表 4

中 2SLS 回归结果的变量系数符号及显著性与表

2 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计量结果均较为稳

健，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2. 变量替换法检验 

变量替换检验结果见表４，从模型(1)的检验

结果来看，无论是使用产业结构合理化(R)指标还

是产业结构高级化(W)指标来度量，我国 OFDI

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模型(4)

的结果显示，使用两种指标检验，我国 OFDI 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项(OBOR×OFDI)的系数

都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存在增强的调

节效应。 

3. 更改窗口期检验 

本文使用 2009—2019 年沿线国家数据进行

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4。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

我国 OFDI 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模型(4)

结果可知，我国 OFDI 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

互项(OBOR×OFDI)系数同样正向显著。 

综上所述，本文的计量结果均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所选取的 51 个沿线国家 2003—

2019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 OFDI 对沿线

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倡

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

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

整体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且我国 OFDI

对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都存在促进作用。②

“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了我国 OFDI 对沿线国家

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从国家异质性来看，

“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OFDI 与沿线不同发展

类型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调节效应不同。其

中，“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了我国 OFDI 对沿线发

展中经济体及转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而其对我国 OFDI 与沿线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升

级关系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根据以上结论，得

到如下启示。 

(1)我国政府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需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建立我国 OFDI 与沿线国家产

业结构升级相关协调机制。本文实证结果表明，

我国 OFDI 对三类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这与目前我国 OFDI 与沿线经济体之

间的分工和协作分不开。因此，一方面需制定更

加透明、更具针对性的 OFDI 政策，侧重点在于

我国对沿线经济体的 OFDI 政策设计，并进一步

扩大我国对沿线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通过投资加

强我国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联系。另

一方面应加强对我国企业 OFDI 的地区分布引

导，及时公布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数据和

信息，鼓励我国“走出去”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助

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2)我国政府要找准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的现实需求，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

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需通过“一带一路”国

际科学组织联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等公共技术

平台，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相关交流合作，尤

其是确立适应沿线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的

差异化合作政策。具体而言，应鼓励沿线发达经

济体加入“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并在

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在带动其产业结构升级长远

发展的同时牵引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依托技术转

移协作网络实现我国与沿线发展中经济体的市

场供需对接，联合培育先进主导产业，强化“一

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

的牵引作用；引导沿线转型经济体利用“一带一

路”倡议为其带来的先进技术，改造其传统产业，

以推动其实现资源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沿线

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助力。 

(3)我国“走出去”企业应密切配合“一带一

路”倡议建设目标，以加强直接投资的方式助力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企业可依据当地要

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有选择有重点地开展 OFDI。

首先，积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投资于产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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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相对薄弱的沿线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的

基础设施建设，以有效降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

级成本。其次，对沿线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

体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等产业进行直接

投资，利用所拥有的先进技术改造沿线发展中经

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传统产业，推动其产业技术

进步，进而牵引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最后，加

大与沿线发达经济体本土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的配套协作力度，积极投资沿线发达经济体战

略性新兴产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加

速沿线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实现

“一带一路”区域大发展大繁荣，最终推进“一

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注释： 

 

①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EB/OL]. (2019−04−22) 

[2019−10−12]. 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86 

697.htm. 

② 包括“中亚五国”中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由于三次产业部

分年份数据缺失未纳入研究分析范围。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9 年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北京：中国

统计出版社，2019. 

④ 七国集团由主要工业国家组成，加拿大由于三次产业部

分年份数据缺失未能纳入研究分析范围。 

⑤ 样本国名单：发达经济体：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波兰、

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塞浦

路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匈牙利、以色列；

发展中经济体：阿曼、埃及、巴基斯坦、菲律宾、柬埔

寨、老挝、黎巴嫩、马来西亚、蒙古、孟加拉国、尼泊

尔、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新加坡、

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越南、阿联酋、文莱、

伊拉克；转型经济体：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波黑、

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北马其顿、

摩尔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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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ock data from 2003 to 2019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51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oute, the article measures the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se countries, 

and, by adopting the fixed effect method, undert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long the route,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OFDI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long the route.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also studies the impact of 

China's OFDI on different development types of economies along the rou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whole, China's OFDI exert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Further studies on their heterogeneity show that China's OFDI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f developed economies,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and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ists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moderat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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